
前言：未竟的經驗

民族誌研究與 
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延續與變遷 

蔡志祥、韋錦新

在香港新界，我們時常聽到一些社區以日

治時代環境艱難或二次大戰後經濟困難為不再

舉行清醮活動的理由；在仍然舉辦醮事的社

區，更多聽到的是鄉民聲稱他們的醮從建立社

區廟宇以來，歷數百年而不變。在大規模的社

區節日中，我們也時常體驗到鄉民對節日安排

以至成員身份的爭議、對節日的成效以及信仰

的迷惑。

1981年12月，香港新界大埔區的林村鄉

舉行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後，1鄉中很多父老

認為這樣大型的宗教節日不僅勞民傷財，而且

鄉村道士的儀式接近迷信，因此應該取消清醮

活動。然而，1990、1999和2008年林村鄉先

後舉行了三屆的太平清醮，儀式和規模依然盛

大。鄉民對持續舉辦清醮活動簡單直接的解

釋是：「假如有甚麼事故發生，誰可以擔負責

任？」鄉村社區是一個面對面的社會，鄉民的

生活是血肉相連、關係層疊的。因此，社區節

日的延續與廢止時常是社區集體的決定、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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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需要社區群體的共同確認。

社區節日是週期性的、成員集體共享的活動。共享不僅是參與

權的問題，節日也是成員共同分享神明或祖先賜與的福蔭。節日一

方面表現社會群體的凝聚和分化，另一方面是加強或分化社會群體

的元素。由於和社區群體密切相關，節日的象徵意義和社會功能，

鄉民以至儀式專家對節日的實踐和詮釋也隨著社區範圍的變更，社

群結構的變動以及人口流動、都市化和政府文化政策等宏觀環境的

變化而不斷地加強、再定義，或重新模塑。

在這樣的宏觀考慮下，週期性的節日活動如建醮，是理解社區

內在結構和外緣關係的很好的切入點。作為特定社區、特定群體在

特定時間舉行的大型社區性宗教節日，建醮是社區性和常規性的地

方社會活動，通過週期的實踐不斷強化社區成員的聯繫，定義社區

的界線。醮是週期性的儀式活動。通過定期的儀式活動，鄉民一方

面重複進行社區節日行事的必然程序，從參與的過程中重新確定地

域界限和族群身份。然而，在變動的宏觀環境下，鄉民有選擇地強

化、添加、減少甚至取消一些儀式和行事。因此，從週期性節日的

貫時性比較，我們可以理解甚麼是社區所重視的、希望可以長期維

護和實踐的；甚麼是社區可以妥協的、修正的和摒棄的。從同時性

的比較，我們可以明白聯繫不同社區的中介、社區生活的共同性和

差異性。

（一）社區建醮的民族誌考察與紀錄

由於是週期性的社區活動，從長期的考察和比較，我們可以明

白節日的延續和變遷與社會人群的關係。因此，參與者自身的紀

錄，以及研究者的觀察，是理解社區節日的重要切入點。

要瞭解鄉民的節日儀式，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過鄉民自身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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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和觀察者的民族誌記錄。民族誌是研究者通過參與觀察的方

法，以他者的身份，系統而細緻地描繪社區活動的過程。節日時常

是多方向、多角度的活動。研究者紀錄目睹耳聞的過程中，必須有

所選擇。因此，閱讀者應該意識到無論多完善，民族誌是報導者通

過自我選擇的過程而建構出來的記錄，是片段的。文本的不完整性

時常和記錄者自身的研究取向、當代的問題意識密切相關。因此，

閱讀民族誌，需要閱讀者的想像來重新組合節日的活動過程，以及

研究者所掘發、申引出來的社區功能和象徵意義。

本書無意為讀者提供一個既定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編者認

為民族誌是通過報導者的觀察，把行動書寫出來的記錄。配合貫時

性和同時性的民族誌記錄以及相關的文字資料，研究者可以根據自

身的問題意識活潑地建構理論和方法。

閱讀民族誌，需要理解貫時性的宏觀環境的變化，以及同時性

的地域和人群差異。明、清以來，香港新界地區經歷了多次宏觀環

境的變化。2 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海盜和山賊的擾亂，使地方社會不

得不增強防禦，同時結盟互保。17世紀初以來蔓延整個沿海地區

的奴變，令地方的宗族社會對異姓冒宗提高了警惕。1662–1683年

之間，清政府為了防範沿海居民接濟台灣的鄭成功政權，實行了遷

界的政策，新界地區也難逃遷界的命運。在兩廣總督周有德和廣東

巡撫王來任的力爭下，這個地區在1668年復界。復界不僅讓原來

的居民回鄉，也鼓勵了新的移民湧入。重返家園的鄉民，動搖宗族

社會的奴變，加上遷界和復界的事件， 使得現在香港新界地區的人

群組織有很大的改變。宗族的重建和移民的湧入，令到地方社會的

「土客關係」漸次緊張。地方社會或以祖先祠堂或以廟宇神明為中

心，分別以宗族或地域的原理，建立地域的聯盟關係。地域內部的

結盟和競爭，加上18世紀末以來海盜的侵擾、地域社會功名的增

加，令19世紀以來地方的鄉約、聯防和械鬥，通過英勇祠以及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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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等生活標記，不斷地提示當代鄉民過去的歷史。

新界在1898年租借予英國之後，同樣經歷了一系列影響鄉民生

活的變化。從抗英到抗日、從戰後和新中國成立後新移民的湧入到

1960年代大量新界人口移民英國和歐洲、從殖民政府的土地登記政

策到1970年代維繫新界原居民權益得的丁屋政策、從衛星城市以及

鄉鎮的發展到大量城市人口移住新界地區、從父系繼承的社會到男

女平權的申訴、從海外成員帶回現代西方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到戀懷

傳統強調傳統文化等等的宏觀環境變化下，鄉民的生活方式以至對

生活的解析也隨之而異。鄉村之間的差異因之強化，鄉村之間的模

仿也因之而頻密。要明白急促都市化的過程中、文化的延續和變遷

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必須依賴過去的研究，以作追蹤的、跨域的 

比較。

宗族和族群關係是戰後研究香港地方歷史的重心。3 一方面，

羅香林、林天蔚、蕭國健、科大衛、James Hayes等收集族譜、碑刻

和口述歷史，從檔案和民間文獻入手，嘗試重建香港新界的歷史發

展軌跡。4 另一方面，外國的人類學者如M. Freedman、B. E. Ward、

James and Rubie Watson、Hugh Baker、John A. Brim、瀨川昌久等以鄉

村為中心，透過參與觀察，討論地方宗族、族群和近代化的問題。5  

他們很早便注意到節日，尤其是醮對瞭解鄉村社會的重要性。然

而，節日和民間宗教的深度研究，要到1970年代中期以後才出現。

香港打醮的研究並不如台灣般豐富。除了一些傳教士的記錄以

及V. R. Burkhardt在南華早報發表的系列報導外，6 1953年Taylor有

關長洲打醮的文章，可能是關於香港打醮最早的研究（收錄在本書

第四章）；直至1980年代初，這篇文章一再地在每年長洲打醮時出

版的特刊中刊載。1960年代中期日本學者可兒弘明在其香港的蛋

家研究中，認為長洲的打醮就好像盂蘭節一樣，其目的是為了祭祀

孤魂野鬼。7 在1980年鐵路電氣化以前，關於週期性的醮的綜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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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除了 John Mathias沒有出版的關於1975年錦田打醮的博士論文

外，8 主要集中在一些交通易達的地方，如徐烺光及大淵忍爾考察

1975年沙田九約的醮，9和吉原和男考察1977年沙田大圍的醮。10 

Mathias的論文可以說是最早關於醮的綜合研究，可惜並沒有出版。

大淵的研究主要是透過1975年沙田打醮時，喃嘸師傅陳華所進行的

儀式來探討道教儀式的象徵意義。徐烺光通過翔實的民族誌記錄，

討論科學和儀式如何嵌入文化的深層。1979年開始，田仲一成和瀨

川昌久開始積極地搜集打醮的資料。田仲一成在1979年開始其大

規模的香港研究，在其三部巨著中，最少記錄了香港14個不同地方

的打醮。11 瀨川由1983–1985年間在香港進行田野調查，並發表了

有關打醮的文章。12 瀨川主要關注鄉村社會結構，而田仲則意在討

論地方社會的儒家化過程。

1980年代以後，本地的研究機構和學者對打醮的研究興趣逐漸

增加。1980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科大衛（David Faure）及其

學生、社會學系的華德英（Barbara Ward）、人類學系的王崧興和音

樂系的呂炳川等，同時開始研究新界的打醮。除了科大衛在1986

年出版的《中國鄉村社會結構》一書中觸及打醮和新界地方社會結

構外，1980年代關於醮的論著主要是民族誌的記錄，如王崧興根

據1980年關於濠涌打醮的民族誌報告而作成、討論文化差異性的

文章，13 以及陳永海關於石澳和錦田打醮的論文。14 1990年代中至

今，尤其是21世紀以來，因為本土化運動以及對物質和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關注，無論是學術論文、學生作業或民間網誌，出現了不少

關於地方節日文化的討論。讀者可以參考本書末的書目輯錄。

醮的研究從學科的面向如戲劇（陳守仁）、音樂（曹本冶）、宗教

（黎志添）、人類學（廖迪生）、歷史（何佩然、張瑞威），或研究取

向的層面如社會結構、象徵意義等事實上，仍有待跨域的、跨時的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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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與主題

1950年代以來已有的民族誌研究所留存下來的資料記錄，是學

者重要的累積成果，也是當代地方社會的變化實錄、解讀社區組織

與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由於和社區群體息息相關，建醮活動也隨

著社區歷史的變遷，以及地方社群對儀式附帶和產生的社會、文化

價值的定義而不斷改變。因此，除了共同的象徵意義和社會功能，

由於地域社會的組織方式不同，醮也體現出特定的主題。

不同的社會群體，對建醮活動有不同的看法，地域社會對醮會

的延續和醮儀的影響與否，也有其選擇性。本書的章節編排，便是

依據這些不同的主題展開。全書主要按舉辦建醮及類似節日儀式活

動的不同主體，劃分為單姓宗族聚落、複姓村落、單姓主導的複姓

聚落、墟市、客家，及浮生與邊緣社區等六章，以不同的地方社會

組織形態為主題，集中反映了社區歷史的沿革，不同群體的普同意

識形態、文化價值認同，及特定時空的世界觀。

在單姓宗族主導的社區，如蔡志祥、張瑞威等在粉嶺的研究，

以及呂永昇對丙崗、譚思敏對上水金錢村的田野紀錄，通過對建

醮、調朝活動觀察，側面思考了對神、鬼的祭祀與祖先崇拜之間的

互動關係；而在複姓社區，卜永堅與夏思義對林村的討論，和李麗

梅在西貢蠔涌的觀察，凸顯了鄉約組織的作用和村落聯盟的發展和

變遷；相對而言，作為單姓主導的複姓社區，廈村鄉的例子則展示

了地方政治的影響，以及習俗傳統在鄉村社會的象徵和意義如何被

頻繁創造和重新詮釋；墟市的建醮如長洲，體現的則是一個商業主

導的地域社會裏，不同族群在節日的話語下共存而相互競爭，使到

地域範圍和社群身份界線不斷轉變的過程。

除了不同的場域，宏觀環境的變遷，以及儀式執行者的改變對

社區建醮傳統的影響，也是研究者的思考方向，在不同的主題中都

有跡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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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環境轉變的主要體現，一個是都市化對新界鄉村社會的

影響。新界地區在1970年代以前，市鎮化的影響已經很明顯。在

丁屋政策推出以後，都市範圍仍然不斷擴展，加速了城鄉融合的進

程；而原居民群體通過節日和自身傳統文化的展演，強化身份認同

和爭取丁權。與此同時，對原居民傳統權益的保障，城市人口壓力

的轉移，以及政府對新界地方事務的干預，一定程度上造成都市與

鄉村社會之間新的隔閡與界線，這些都是都市化過程引致的衝突。

體現在節日儀式中，一方面傳統鄉村社區的居民生活方式急劇

轉變；再者，部份節日和儀式的象徵意義和功能，從以往照顧農業

社會生活的需要，逐漸轉變為地方社群展現傳統文化和自身身份認

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另一方面，地方的發展需求以及政府的行政

控制，為傳統文化活動的組織和展演帶來新的衝擊。梁寶山對長

洲的研究，便生動地表述了旅遊業發展與地方文化保育之間的複雜 

關係。

在這樣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在建醮活動中，一個具體的表現是

儀式內容的改變。傳統並非一成不變，在特定時空的社會變遷過

程中，隨著社區人群的身份界線與族群關係轉變，傳統亦不斷地被

調整和改變。面對地方社會發展的訴求，作為主辦者的社區不斷

調整節日與儀式的細節。許多儀式的細節被簡化，但更多的是創

新—儀式的文化內涵及象徵意義得以重新詮釋和解讀。

另一方面，儀式的執行者主動或被動地增減儀式的內容，以配

合地方社會的變遷，同時亦通過不同的話語，重塑自身的權威性。

與此同時，原本由正一派道士主導的鄉村社會傳統儀式市場，在不

同宗教團體的競爭和參與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本書論及的

儀式專家，稱謂或異，有「喃嘸」、「喃巫」、「法師」、「師公」、「道

士」、「經生」等，除自稱外，亦反映不同社區與其成員對儀式執行

人的身份的理解和宗教訴求。對儀式活動的不同稱謂，如「太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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醮」、「酬恩建醮」、「洪朝」、「安龍（清醮）」、「洪文清醮」，側面體

現了新界地方社會的儀式傳統產生、轉變過程的差異性，以及儀式

執行人的組織、市場和儀程規範。

蔡志祥的研究表明，1970年代中期開始，全真教派的道堂以

圓玄學院開始從都市進入鄉村，在新界鄉村社區執行清醮儀式。到

2004、2005年，青松觀以投標的方式取得廈村鄉和錦田的醮事合

約。這些宗教團體對道教正統的堅持，與不同地方社會對自身傳統

的強調和要求，產生的角力不僅帶來了地域社區儀式行為的轉變，

亦不同程度影響了鄉民從來的信仰。

戰後香港不少道堂相繼成立，當中不少為供奉呂祖的道堂，並

習全真的經懺。部份道堂建立在市區，相比部份大型宮觀，他們

的組織規模和社會服務參與等也有所差別。除了大型宮觀外，這些

規模較小的全真道堂也開始進入地方社會承辦太平清醮儀式，他們

所面對的既不是宗族主導社區，也不是鄉村正一派儀式專家的傳統

市場。馬健行通過考察西貢佛堂門天后廟在農曆三月舉行的太平清

醮，嘗試分析當代全真道堂如何通過其地方網絡和調整醮儀，回應

值理會的訴求和布袋澳社區的變遷。

研究者亦將注意力轉移到不同的地域群體。安龍是新界地區在

太平清醮之外又一項社區大型建醮活動，主要在客家人主導的社區

進行。科大衛及韋錦新等的田野紀錄表明，在西貢井欄樹和上水坑

頭等地，以安龍法事為例，1980年代時仍由自稱「客家壇」的儀式

專家固守之局面難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是俗稱「圍頭喃嘸」的東莞、

寶安系統正一派儀式專家。安龍的目的和意義，在不同的儀式內容

安排中如何詮釋，又如何配合社區的需求發生轉變，都有待進一步

的觀察和考證。

對漁民群體及其水面建醮活動的研究亦處在摸索的階段。漁業

雖然是港澳地區一項主要的經濟活動，眾多與漁民社群的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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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關的傳統習俗亦得到保留，但鮮為外人所知。歷年在香港仔

海面、由合勝堂組織和發展的朱大仙醮，其背後體現了港澳漁民社

群的流動，以及香港漁業的轉型過程。

（三）未竟的經驗

本書所收錄的民族誌紀錄，除了部份已有的文章，許多是從未

發表、甚或未竟的田野經驗。上述學者的研究並不止於此，如本書

在每章開始部份的引言中所展示的，對香港不同社區與主題建醮活

動的紀錄與研究，仍有許多成果未被包括進來。我們希望在資料性

和研究的取向兩方面，使部份成果和細微的積累得以展示，從而繼

續幫助和推動香港本土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僅僅考察建醮活動、追蹤儀式內容的轉變，並

不足以窺探相關地方社群組織的常態和社區歷史變遷的全貌。首

先，早期儀式專家在香港的流動和組織，更加倚賴家庭和地方里社

的宗教訴求，對這一類儀式活動的研究，仍然未受重視；其次，醮

儀內容的編排，雖然部份配合了地方社會的組織形態與習俗傳統的

延續和改變，也只集中反映了20世紀後半期以降，尤其是1980年

代以後的變化。

都市化對新界鄉村社會以及不同的宗教團體對香港社區建醮傳

統帶來的具體影響與衝擊，因時而異。雖然通過觀察醮儀在地方

社會的展演，對宗教組織和儀式的研究，其與社區日常生活如何聯

繫，已漸漸深入；而另一方面，如何通過長時段的研究，如追溯建

醮起源和早期儀式專家的網絡建構，進而理解王朝禮儀在其中的影

響，都有待持續的研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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